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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一直是文

艺学界关心的核心问题之一。回望二十世纪马克

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可以发现，中

国形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建构，具有明显的

革命实践性、伦理意识形态性，政治气候的变化常

常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发展与前行的晴

雨表。不少学者已经指出了中国语境中的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在接受视野和阐释模式上的偏狭，但

往往又语焉不详。如果从中国译介、传播和接受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分析、总结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经验与教训，不

仅可以引领我们重回历史现场，还能对问题的症结

有更清晰的认知。日本作为西方近现代思想向中

国传播的一个重要中转站，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传播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中国学界译介

与传播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方式

及其选择性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规约着二十世纪中

国革命文学的基本方向及其主要理论建构方式，并

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探索与实践产生

了重大影响，从学理上进行清理与剖析，对当代的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这一重大课题仍然有

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作用。

一、中国学界传播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

的基本特点

晚清以来，日本作为中国借鉴西方思想的一个

重要中继站，其重要性已为有识之士所深知。如张

之洞很早就认识到中国向西方学习的一个简便途

径在于翻译日本书籍，他说：“大率商贾市井，英文

之用多；公牍条约，法文之用多；至各种西学书之要

者，日本皆已译之，我取径于东洋，力省效速，则东

文之用多。⋯⋯译西书不如译东书。”在翻译日文

书籍之外，清末民初中国赴日留学生也逐年增加。

据李喜所根据有关资料统计，赴日留学大致情形

是：1896年 13人；1898年 61人；1901年 274人；

1902年 608人；1903年 1300人；1904年 2400人；

1905年 8000人；1906年 12000人；1907年 10000

人；1909年 3000人；1912年 1400人。这期间，中

国留日学生创办了许多杂志，如《开智录》、《译书

汇编》、《国民报》、《新民丛报》、《游学译编》、《新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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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湖北学生界》、《浙江潮》、《江苏》、《直说》、

《女子魂》、《白话报》、《二十世纪之支那》、《醒狮》、

《民报》、《复报》、《云南》、《音乐小杂志》、《法政杂

志》等等 。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密切关注欧洲社会主

义、共产主义思想的日本进步思想界先后成立了社

会问题研究会、社会主义研究会、社会民主党、平民

社等组织，创办了《劳动世界》、《平民新闻》、《社会

主义》、《真言》、《光》、《新纪元》、《独立评论》、《社

会主义研究》等许多以介绍劳动运动和社会主义为

主要内容的进步刊物。象片山潜、幸徳秋水、堺利

彦等著名学者，不仅积极举行各种演说会、读书会、

研究会、谈话会宣扬社会主义，还亲自译介马克思

主义理论，如幸徳秋水和堺利彦合译了《共产党宣

言》第一、二章（载于《平民新闻》1904年 11月3日）。

从 1906 年开始，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共产党宣

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以及著名社

会主义理论家李卜克内西、克鲁泡特金等人的文章

在堺利彦创办的《社会主义研究》得到全文译载，开

始在日本社会和思想界迅速流传。中国早期留日

学生对风行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也发生了浓厚的

兴趣，并于 1900 年成立了译书汇编社。该社不仅

选译日本学者所介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也刊登中

国留学生的翻译文章，如 1901 年 1 月《译书汇编》

1、2、3、6、8 期连载的日本学者有贺长雄的《近世政

治史》，以及 1903 年 2 月刊登的留日学生马君武的

《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等。到 1904 年前后，这

股引进和译介日文社会主义著作的热潮几达高峰，

“这一阶段出版界出版了许多留日学生翻译的与社

会主义有关的书籍。像矢野文雄的《新社会》，幸徳

秋水的《广长舌》、《二十世纪之怪物—帝国主义》、

《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岛田三郎的《社会主义概

论》、《世界之大问题》，西川光二郎的《社会党》和

《世界大同主义》等，几乎是当年，有些甚至几个月

内就被译成中文了。”作为同盟会机关刊物的《民

报》也成了译介社会主义思潮的重要阵地，先后刊

发了朱执信（署名蛰伸）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

传》、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署名勥斋）

等重要文章。中国留日学生同日本社会主义者之

间的互动交往也逐渐密切起来，像梅景九、张继等

留日学生经常参加幸徳秋水等人组织的日本社会

党的各种会议，而幸徳秋水、北一辉等日本社会党

人也参加了张继、刘师培等人组织的中国第一个

“社会主义讲习会”的活动。大致来看，中国学界传

播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特点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通过日文以“意译”、“重译”、“节译”、“转

述”或“转译”等方式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比如，

陈望道所译《共产党宣言》就是依据日文本并参照

英文本译出的，其中，日文本是由《星期评论》编辑

部戴季陶提供，英文本则由陈独秀借自北京大学图

书馆。再如，《民报》“第 1 号的《进步与贫乏》、第 8

号的《无政府主义之二派》、第 11 号的《虚无党小

史》、第 16 号的《巴枯宁传》等是节译自亨利·乔

治、久津见蕨村、烟山专太郎等人的著作，而第 2、3

号的《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列传》，第 3、7 号的《一千

九百零五年露国之革命》和第 5 号的《万国社会党

大会史略》等，都是直接译自不久前出版的日文报

刊”。前述宋教仁的《万国社会党大会略史》一文

是直接根据日本社会主义学者大杉荣发表在《社会

主义研究》创刊号的同名文章翻译并略加修改后而

成的 。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之哲学》、《面

包掠夺》，以及《共产党宣言》第一章部分内容和恩

格斯 1888年英文版序言等等，也都是通过日文转译

刊登在刘师培创办的无政府主义刊物《天义报》上 。

其二，带有明显的片断化、零散化的特征。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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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宣言》的译介为例。1903年 2月上海《新

世界学报》上刊登的日本学者福井准造著、赵必振

翻译的《近世社会主义》一书只是简单介绍了马克

思撰写《共产党宣言》的缘由并摘录其中的部分段

落。马君武于同年发表的《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

较》一文只在文章最后罗列的参考书目中提到《共

产党宣言》。1906年朱执信在《德意志革命家小传》

中所摘译的主要是《共产党宣言》中的十大纲领，实

际上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节译本。

其三，误读现象严重。由于早期日本马克思主

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主要是借助上述的“意译”、

“重译”、“节译”、“转述”或“转译”等方式，因此在

资料占有的纯粹程度、全面与否、翻译的信达程度、

文笔优劣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由此而引发的学习

与运用马克思主义过程中所产生的种种误读、误解

以至歪曲也就在所难免了。比如，在对社会主义的

介绍中，就有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同于经济史观

的。如《晨报》上译载的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者河

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文的文后总结中就

直接说：“马克思的历史观，已如上述，普通称他为

唯物史观，我想称他为经济史观。何以有唯物史观

的名称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

社会上物质条件的变化。何以我又想称他为经济

史观呢？因为他说明社会上历史的变迁，注重在社

会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总而言之，观察社会的变

迁，以物质的条件，再适切说起来，以经济的事情为

中心，这就是马克思的历史观的特征了。”像梁启

超的《中国之社会主义》、刘大钧的《社会主义》、周

炳林的《社会主义在中国应该怎么样运动》等文章

将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等同于经济革命论或经

济决定论的误解也比比皆是。

总的来看，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

主要以日、俄译本为蓝本或中介，具有非常明显的

理论的横向移植性和来源的间接性，在阐释马克思

主义时带有强烈的功利主义色彩，选择性倾向非常

明显，这些特点也反映在中国文艺界对早期日本马

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中。

二、中国文艺界译介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的基本特点

其一，“重译”、“转译”、“节译”、“转述”仍然是

中国文艺学界译介与传播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基本方式。如鲁迅翻译的卢那察尔斯基

的《艺术论》就是根据从日本学者昇曙梦的译本重

译而出。正如鲁迅所言，这本《艺术论》出版时“算

是新的，然而也不过是新编”，因为鲁迅所译的《艺

术论》在内容上实际又混合了卢那察尔斯基的《实

证美学的基础》一书的基本内容，在不解处则“参考

茂森唯上的《新艺术论》（内有《艺术与产业》一篇）

及《实证美学的基础》外村史郎译本”。在鲁迅所

译的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中，这种

根据日文译本的情况同样非常明显。其中，第一篇

《为批评家的卢那卡尔斯基》“是从金田常三郎所译

《托尔斯泰与马克斯》的附录里重译的”，而金氏又

是从世界语的本子译出，“所以这译本是重而又重”。

第二篇《艺术是怎样发生的》则是鲁迅“从日本辑印

的《马克斯主义者之所见的托尔斯泰》中杉木良吉

的译文重译”，至于第四篇《托尔斯泰与马克斯》与

第五篇《今日的艺术与明日的艺术》则“都从茂森唯

士的《新艺术论》译出”。鲁迅所翻译的作为苏联

关于党的文艺政策的会议纪录和决议的重要文献

的《文艺政策》同样是根据藏原惟人和外村史郎的

“辑译”而重译的。正是由于这种译介中的横向移

植与理论来源的间接性（多以日、俄译本为蓝本或

中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就出现

了创造性诠解与误读并行的传播景观。

其二，日本“纳普”文艺理论和“普罗列塔利亚

文学”成为译介重点。这突出表现在中国的左翼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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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运动中。以藏原惟人为例，其《意识形态论》（冯

宪章译，现代书局 1930 年 7 月）、《再论新写实主

义》（吴之本辑译，现代书局 1930 年 5 月）、《作为生

活组织的艺术和无产阶级》（吴之本辑译，现代书局

1930 年 5 月）、《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的路》（吴

之本辑译，现代书局 1930 年 5 月）、《理论的三四个

问题》（胡行之辑译，乐华图书公司 1934 年 1 月）等

都进入到中国学者视野中。日本左翼学者专门研

究“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论著也一同译介进来。

如屠夫二郎辑译的冈泽秀虎的《新俄普罗列塔利亚

文学发达史》（新兴文艺社 1930 年 7 月）、青野季吉

的《普罗列塔利亚艺术概论》（新兴文艺社 1930 年

7 月）、片纲铁兵的《普罗列塔利亚小说作法》（新兴

文艺社 1930 年 7 月）、桥本英吉的《普罗文学与形

式》（胡行之辑译，乐华图书公司 1934 年 1 月）、小

林多喜二的《新兴文学的大众化与新写实主义》（冯

宪章译，现代书局 1930 年 7 月）等。

其三，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文艺的“触

媒”作用。如徐懋庸曾把日本的文艺论著比作化学

上的“触媒”（catalyst）物质，并提及了日本学者本间

久雄的《欧洲近代文艺思潮论》中的唯物辩证法对

他所起过的“触媒”作用。他说：“从《欧洲近代文

艺思潮论》，我认识了社会进化的铁则，从《欧洲近

代文艺思潮论》，我解悟了唯物辩证法的公式⋯⋯

这些道理，都是这本书不曾讲到的，但我却由此旁

通了。所以我说这书是‘触媒’，它影响了我。”

三、左翼文艺运动对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

文艺思想的吸纳

从思想来源来看，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在中国

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很大程度上吸收了早期日本

的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像郭沫若、周扬、胡风、茅

盾、成仿吾、李初梨、冯乃超、蒋光慈等左翼文艺理

论家，既是中共党员，也有留日经历或背景。他们

或参加创造社、太阳社、未名社等进步文学团体，或

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大多亲自参加了译介早期日本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活动，由他们倡导与发动的

左翼文艺运动打下了深刻的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

者的烙印。其对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

吸纳，突出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福本和夫的“理论斗争主义”。福本和夫的

福本主义深受卢卡奇、柯尔施等人为代表的西方马

克思主义的影响。福本和夫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

期曾追随柯尔施学习马克思主义并通过柯尔施结

识卢卡奇，后者还赠之以《历史与阶级意识》。福本

和夫强调“理论斗争主义”，追求一种纯粹的无产阶

级意识和革命意识，主张严格区分纯粹与不纯的革

命意识与革命分子，其研究方法主要是从想象性的

观念而非具体的现实出发，忽视了无产阶级面临的

具体问题而埋头于理论原则的发展与运用，在阶级

斗争中重视知识分子的领导而忽视民众的作用。

后期创造社成员直接吸收了福本主义理论的早期

源头——西方马克思主义，同时也吸收了列宁的阶

级意识理论，非常重视意识形态的全面批判以及文

学与革命实践的直接统一。创造社同鲁迅及太阳

社等的几次大论战都打上福本和夫“理论斗争主

义”的鲜明烙印。以二十代后期创造社的“方向转

换”为例就可以明显看出。1927 年的《洪水》半月

刊围绕郭沫若《马克思进文庙》一文进行讨论，先后

刊登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第 3 卷第 25

期）和《文艺战的认识》（第 3 卷第 28 期）、郁达夫

（笔名曰归）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文学》

（第 3 卷第 26 期）和《在方向转换的途中》（第 3 卷

第 29 期）以及毛尹若《马克思社会阶级观简说》（第

3 卷第 28 期）等文章，初步开始了创造社在文艺与

政治上的“转换方向”，其杂志办刊风格也从“纯文

艺的杂志”转变为提倡革命文学的“战斗的阵营”。

1928 年，成仿吾在《创造月刊》上发表“方向转换”

宣言《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一文，宣称：“我们

远落在时代的后面。我们在以一个将被‘奥伏赫

变’的阶级为主体，以它的‘意德沃罗基’为内容，

创制一种非驴非马的‘中间的’语体，发挥小资产阶

————————————————

徐懋庸：《一个“知识界的乞丐”的自白》，《读书生活》1935 年第 2 卷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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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的恶劣的根性⋯⋯我们如果还挑起革命的‘印贴

利更追亚’的责任起来，我们还得再把自己否定一

遍（否定的否定），我们要努力获得阶级意识，我们

要使我们的媒质接近农工大众的用语，我们要以农

工大众为我们的对象。换一句话，我们今后的文学

运动应该为一步的前进，前进一步，从文学革命到

革命文学！”受福本斗争思想的影响，成仿吾在稍

早的《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一文中对文学趣味论

也作了一概的否定，认为“趣味是苟延残喘的老人

或蹉跎岁月的资产阶级，是他们的玩意”，将鲁迅、

周作人、刘半农、陈西滢等人的生活基调和文艺创

作都视为“以趣味为中心”，认为这种文艺“所暗示

着的是一种在小天地中自己骗自己的自足，它所矜

持着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而李初梨也

引用成仿吾对“趣味文学”的批判，对鲁迅作了这样

的阶级定位：“他在这里，一方面积极地，抹杀并抗

拒普罗列塔利亚特的意识争斗，他方面，消极地，固

执着构成有产者社会之一部分的上部构造的现状

维持，为布鲁乔亚汜当了一条忠实的看家狗！”并

最后判定鲁迅“对于布鲁乔亚汜是一个最良的代

言人，对于普罗列塔利亚特是一个最恶的煽动

家！”郭沫若则在《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

中将鲁迅直接定位为封建余孽和反革命：“第一，鲁

迅的时代在资本主义以前，更简切的说，他还是一

个封建余孽。第二，他连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都还

不曾确实的把握。所以，第三，不消说他是根本不

了解辩证法的唯物论。”“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

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

鲁迅是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是一位不得志的

Fascist（法西斯蒂）”。

2.青野季吉的“目的意识论”。青野季吉的“目

的意识论”主要是受列宁的《怎么办？》一书第二章

《群众的自发性与社会民主党的自觉性》启发而形

成的。在 1926年 9月发表的《自然生长和目的意

识》一文中，青野季吉用“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

亦即“自发性”和“自觉性”两个概念，强调必须把

无产阶级文学从自发阶级提高到自觉阶段。在他

看来，就像列宁所说的那样，“无产阶级自然生长是

有一定局限性的。⋯⋯社会主义的意识，是从外部

灌输的”，因此，他相信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是在文

学领域灌输目的意识的运动” 。应该说，青野的

“目的意识论”在看到文学的阶级性的同时又忽视

了文学的自律性，割裂了文艺社会效果与艺术效果

的有机统一。青野的这些思想也深刻影响了李初

梨。他于 1928年发表的《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

性》一文，从内容到形式几乎是的青野《自然生长和

目的意识》一文的翻版，而且同样引用了列宁的相

关论述。在李初梨看来，无产阶级意识可分为自然

生长的无产阶级意识和目的明确的无产阶级意识

两个部分，前者是指“劳动大众底自然的觉醒”后自

发形成的无产阶级意识，而后者指革命的知识分子

投身到普罗列塔利亚运动中通过广泛的政治运动

和文化思想批判实践而形成的一种社会主义意识。

这后一种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乃是“战斗的唯物论

及全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主义的意识”，相比普通

劳苦大众的那种萌芽状态的、掺杂着粗浅唯物论或

经验论的无产阶级意识甚至工会主义意识，它要纯

粹得多，因此，推动革命的中坚力量只能是革命的

智识阶级，成熟的无产阶级意识只能在革命知识分

子中产生，成熟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只能在清理掉

思想的杂质后才能得以形成。我们可以看到，创造

社成员同各个文学派别与社团的大论战，都同这种

————————————————

成仿吾：《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46页。

成仿吾：《完成我们的文学革命》，《成仿吾文集》，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5年版，第 211—212页。

李初梨：《请看我们中国的Don Quixote的乱舞》，《中国新文学大系 1927—1937·第二集·文学理论集（二）》，上海：上

海文艺出版社 1987年版，第 108、118页。

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创造月刊》1928年第 2卷第 1期。

〔日〕青野季吉：《再论自然生长和目的意识》，引自刘柏青《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简史 1921—1934》，长春：时代文艺

出版社 1985年版，第 41、42页。

李初梨：《自然生长性和目的意识性》，《思想》1928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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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产阶级“纯化”运动有着密切的关联，他们的文学

宗派主义与极端的文学阶级论同他们所接受的日

本无产阶级文学理论之间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而

且对后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3.藏原惟人的“新写实主义”。“新写实主义”

是日本左派理论家藏原惟人在福本主义受到批判

之后综合“拉普”推行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

和传统现实主义的艺术特征而提出来的，其理论核

心是强调“明确的阶级观点”和“对于现实的客观的

态度”和严正写实的手法。藏原惟人于 1928 年 5

月在“纳普”（全日本无产者艺术联盟）机关刊物《战

旗》创刊号上发表的《到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一

文由太阳社的林伯修译成中文后，以《到新写实主

义之路》为题刊登在《太阳月刊》1928 年 7 月停刊

号上，其中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一词被置换为

“新写实主义”。这篇文章对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作

了性质上的界定，不仅严格区分了写实主义和理想

主义（即浪漫主义），同时还严格区分了新旧写实主

义。在藏原惟人看来，理想主义是渐次没落的阶级

的艺术，写实主义则是渐次勃兴的阶级的艺术；布

尔乔亚写实主义和小布尔乔亚写实主义都是旧的

写实主义，而普罗列搭利亚作家“对于现实的态度，

是彻头彻尾地客观的现实的”，并且他们“不可不首

先获得明确的阶级的观点”，因此，“普罗列搭利亚”

写实主义才是唯一的真正的写实主义。藏原惟人

的这些阐述新旧现实主义的特点和关系、界定无产

阶级现实主义性质的论著，对创造社和太阳社均产

生了深远影响。如创造社的李初梨于 1929 年初发

表的与茅盾辩论的长文《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

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

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的第八节《形式问题》

中，就对藏原惟人表示了赞同，他不仅根据林伯修

的译文大力加以推介，而且明确提出：“普罗列塔

利亚写实主义，至少应该作为我们文学的一个主

潮！”又如，太阳社成员钱杏邨所倡导的“无产阶

级现实主义”和“力的文学”，其理论来源既有苏联

“拉普”派成员佐宁的《为了无产阶级现实主义》，

更多则来自藏原惟人的《到新写实主义之路》和《再

论通往无产阶级现实主义之路》等文章，以至于他

在和茅盾的论战中被鲁迅调侃为“搀着藏原惟人，

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 1929 年太阳社成

员蒋光慈赴日养病期间还专程拜访藏原惟人并从

其处借到佐宁的《为普罗写实主义而战》等书籍。

1930 年 1 月，吴之本又翻译了藏原惟人的《再论新

写实主义》。同年五月，藏原惟人的一系列研究“普

罗列塔利亚”艺术并接连译载在太阳社书刊的论文

结集为《新写实主义论文集》出版（吴之本译，上海

现代书局 1930 年），由此可见当时左翼运动对他的

重视程度。

四、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影响

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从思想

谱系或话语形态上来看，主要有欧洲马克思主义思

想话语、俄苏马克思主义思想话语和日本马克思主

义思想话语三大系统。这三大话语系统之间错综

复杂的交织和演化，以及中国学界对它们的选择性

吸收，深刻影响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

史进程。相较之下，鲁迅、茅盾、瞿秋白、周扬、冯

雪峰等人的革命现实主义批评与俄苏思想话语系

统有着更为直接的关系，而郭沫若、成仿吾、李初

梨等人的激进化的革命批评话语同日本思想话语

系统的联系更为密切。就后者而言，从二、三十年

代的“文学革命”论争，三、四十年代的文艺大众

化运动到五、六十年代的文艺大批判，都同早期

日本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有着密切

的关系。中国早期文艺界围绕对日本马克思主义

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初步建立起了中国式的马

克思主义文艺学体系的一些重要支柱，这些都对后

来的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

李初梨：《对于“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底抬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应该怎样防卫自己？文学运动底新阶段》，转引

自张大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中国革命文学》（上），《新文学史料》1998 年第 3 期。

鲁迅：《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 4 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73 年版，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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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高度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政治功能。这一

点在钱杏邨、郭沫若、李初梨、王独清等人的文艺理

论探讨与批评实践中可以清楚看到。像郭沫若的

《革命与文学》和《艺术家与革命家》及化名杜荃的

《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批评鲁迅的〈我的态

度气量和年纪〉》、成仿吾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

学》和《革命文学与它的永远性》、冯乃超的《冷静

的头脑——评驳梁实秋的〈文学与革命〉》及李初梨

的《怎样地建设革命文学》等当时产生重大社会影

响的文章，都高度重视文学的阶级性和文学的社会

使命，认为文艺可以“组织生活”、“创造生活”和“超

越生活”，呈现出鲜明的“左倾”倾向以及将文艺简

单化的特点。总的来看，后期创造社和太阳社几乎

全盘接受藏原惟人新写实主义文艺观念，同时又照

搬马列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从革命功利主义的立场

阐释了无产阶级文学的性质、目的、纲领、任务并将

之付诸文学批评实践。其基本理念就是：作家应运

用唯物辩证法的世界观来认识世界，观察世界，表

现世界；世界观与文学创作之间被理解为决定与被

决定的关系；文学作品的内容等同于作家的观念形

态或思想倾向；文艺的基本功能被理解为政治“宣

传”和“煽动”；革命口号式的标语文学也应给予高

度评价。正是由于对日本“纳普”理论的简单理解，

创造社主要成员在其批评实践中都或多或少地犯

有左派幼稚病，从简单的阶级论视角出发对鲁迅、

茅盾、叶圣陶等人的文学创作进行发难并给予了不

公正的评价，对五四运动以来的十年文艺思潮进行

了革命化的简单化的分期（如钱杏邨将之分为五四

运动、五卅运动以及五卅运动以后工人阶级力量显

现三个时期）。我们还不难发现，通过对早期日本

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与传播，“五四”运动时

由“科学”、“民主”、“人性”、“国民性”等概念组成

的话语群落开始为“革命文学”、“党的文学”、“工

农兵文艺”、“国防文学”、“文艺大众化”、“意识形

态”、“倾向性”“反映论”、“政治性”、“阶级性”、“社

会主义现实主义”等内涵和外延完全不同的话语群

落所替代，在文革时更为“两结合”、“工具论”、“文

艺黑线”、“五把刀子”、“写真实”、“写本质”等概念

或术语所覆盖。

2. 提倡文艺大众化。文艺大众化问题与二十

年代普罗文学的发生、发展相伴随。创造社和太阳

社对苏联及日本普罗文学的大力宣传直接引发了

国内文艺理论界对文艺大众化问题的关注与热烈

讨论，并开启了马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建设的重

要一极。与晚清白话文运动和“五四”时期的文白

之争不同的是，创造社和太阳社在关于文艺大众化

的讨论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即革命性，这同“五四”

的思想启蒙有着质的区别。像成仿吾的《革命文学

的展望》一文中所集中讨论的无产阶级文学要怎样

“获得大众”的问题；沈端先在《文学运动的几个重

要问题》中提出的普罗艺术运动的当前任务是“大

众化”和“化大众”相结合的观点；阳翰笙在《文艺

大众化与大众文艺》中提出的努力使“欧化文艺”

加速度地大众化的号召；郑伯奇在《关于文学大众

化的问题》中对大众心理特质和大众文学性质的

分析 ，等等，都是从革命的视角，站在普罗大众的

立场，去关注大众生活和解决大众化中的难题。其

进步意义在于它为无产阶级文学的语言实践辨明

了基本方向——为大众、写大众、大众写逐渐成为

文艺大众化的主导策略并成为延安文艺大众化运

动的先声；其消极影响则在于将日本“新写实主义”

的创作要求简单化为只能描写那些“最重大、最主

要、最使人感激、最多数人利害”的事件，而且必须

“站在社会及集团的观点上去描写，而不应该采用

个人的及英雄的观点”。

总的来说，中国学界对早期日本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译介、传播，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了

后来中国文艺发展的基本方向，对马克思主义文艺

理论中国化探索的历史进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

影响突出表现在：它通过其译介中鲜明的选择性倾

向为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的中国形态确定了政治

和大众的关键二极。就政治一极而言，由于对马克

————————————————

郑伯奇：《关于文学大众化的问题》，《大众文艺》1930年第 2卷第 3期。

勺水：《论新写实主义》，《乐群月报》1929年第 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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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译介、传播，急于将其从“知识传

播”的层面推到革命文学理论指导思想的地位，缺

少相应的过滤和必要的吸收与消化，因而其积极意

义与消极意义往往是并存的。它基本规范了中国

二十世纪革命文学的进程，确立了中国现代文学中

政治决定或主宰文艺的基本格局，也使得二十世纪

中国文学批评呈现出鲜明的政治批评的特点，甚至

产生很多负面影响。比如，太阳社对马克思主义文

艺理论的译介与宣传，固然由于在当时白色恐怖加

紧情势下对革命性、政治性、阶级性的不加选择的

引进、运用与发挥而情有可原，但在文学事业中造

成的客观后果仍然是十分严重的。从理论上讲，太

阳社在译介过程中还没有真正意识到并解决无产

阶级世界观和现实主义创作是否发生矛盾及如何

解决矛盾的问题，从批评实践上讲则开启了文学批

评中打棍子、扣帽子的不良风气。这在太阳社对鲁

迅、茅盾诸人的不公正评论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

就大众一极而言，这些译介对马克思主义文艺批评

的大众化有着正面的积极的推动作用。它们不仅

提供了左翼革命文学关于“文艺大众化”论争的主

要理论基础，也为“左联”的文艺大众化实践提供了

思想资源，同时直接或间接地为毛泽东《在延安文

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关“文艺的工农兵方向”、

“知识分子与人民大众结合”以及“知识分子改造”

等表述提供了理论支持，为建设中国形态的马克思

主义文学批评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与此同

时，在开启大众一极的同时，对于文艺大众化实践，

又缺乏对高于实践的理性逻辑的深度思考，即只求

理论趋同于现实，对文艺大众化的现实活动本身也

必须努力上升为某种理论的考量甚少，将马克思主

义文艺理论俗化为一般认知的弊端非常明显。所

有这些都给后来中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带去了负面

影响，也给当下中国文艺理论界进一步探讨马克思

主义文艺理论的中国化问题提供了反思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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